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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在目前对当代中国行业协会的主流研

究中，公民社会理论强调国家对社团干预的放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协会的

影响，法团主义则强调国家对协会的控制与合作。通过对文献的回顾发现，

还有一类重要的研究———依附理论的视角，没有得到中国研究者的足够重

视。依附理论的视角关注在宏观的国家—社会关系讨论之下权力的实际运

作对行业协会的影响，认为除了国家对社团的控制之外，国家对经济的干预

也影响了企业家的行为和他们的集体行动意愿。由于国家权力的保留和市

场的不完全，企业和行业协会形成了对政府的依附关系，而行业协会仍然镶

嵌于国家机构内部，成为依附于地方政府的工具，而不是企业与政府之间的

连接纽带。当代中国的行业协会涉及到国家、市场和企业多方的互动关系和

复杂的制度环境，依附理论的视角重新定义了行业协会的角色，提供了个体

研究的途径和原有研究中未被重视的其他解释变量，为我们进一步了解中国

行业协会的发展环境和影响因素构建了可行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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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协会作为一种次级社会团体，在西方国家得到了充分发展。
作为中介和桥梁，行业协会起到协调、沟通、稳定、保护、利益代表、弥补
政府和市场失灵等作用，在现代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中扮演着重要的
角色。西方政治学和社会学主要是围绕行业协会的政治整合、集体行
动和利益代表体系的角色和功能来论述行业协会的作用。对中国行会
的研究，最早起于１９２０年代的加腾繁和全汉昇等史学家（徐振国，

２００８：７８）；自１９５０年代开展的有关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中，行会
问题再次引起人们关注（彭泽益，１９８８）；１９９０年代以来，转型经济社会
对中国经济和社会领域带来了全面而深刻的变化，其中最活跃的部分
就是私人企业和各类组织的兴起，这引发了学界对包括行业协会在内
的社会组织的大量研究。
当代中国行业协会的产生是由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研

究者大多注意到，由于中国的经济和社会转型引发宏观外部环境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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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如市场功能的发挥、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国家与市场关系的改变等对
协会发展的影响，并形成经济学、管理学和法学，以及政治学和社会学
的两种研究取向（郁建兴、宋晓清，２００９）。１前者的研究侧重于将协会
作为一种减少交易成本的市场经济治理结构，后者基于国家与社会关
系的视角，并形成公民社会和法团主义两种主流观点的研究。公民社
会理论从多元主义的角度切入，强调国家对社团干预的放松和市场发
展对协会的影响；法团主义则强调国家对协会的控制与合作，和国家与
协会发展的一种特殊关系（王信贤，２００６：３１－３６；Ｕｎｇｅｒ，２００８；

张紧跟，２０１２）。无论是公民社会理论还是法团主义理论，都敏感地捕
捉到因经济和社会转型而发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反过来说，市
场经济背景下行业协会的出现为这些理论在中国的活跃提供了良好的

土壤。

在上述两大类主流的观点之外，还有一类重要的研究为理解当代
中国的行业协会提供了独特的视角。这些研究关注到企业及行业协会
对政府机构、政府官员的依赖关系，我们可以把它们归结为“依附理论”

的视角。王达伟（Ｗａｎｋ，２００２）建议，对行业协会的研究应该将焦点放
在结构性的因素与实际运作中权力的区别上，而不是建立国家与市场
二分的理论。这一观点认为，由于国家权力的保留、市场的不完全和政
党的控制意识，形成了企业对政府（官员）及行业协会对政府的依附关
系，协会并没有得到企业的认同，而仍然镶嵌于国家机构内部
（Ｐｅａｒｓｏｎ，１９９７；Ｆｏｓｔｅｒ，２００２；Ｗａｎｋ，２００２）。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一
点并没有得到中国学者的足够关注。２

１．经济学、管理学和法学的研究途径认为行业协会的完善是现代社会和成熟的市场经济的
重要的环节，它们关注行业协会产生的制度环境和内部治理结构，对协会的研究是对中国市
场经济治理结构的进一步完善的探讨（余晖，２００３；孙丽军，２００４；郑江淮、江静，２００７；孙春苗，

２００９）。法学的视角一是关注中国现存的外部环境———法制环境———对行业协会生存和发展
的影响，另一个重要面向是从权利的角度展开的论述（杨团，２００１；艾里什、西蒙，２００１；鲁篱，

２００２；孔繁斌，２００５；何增科，２００７；黎军，２００２；蓝煜昕，２００９）。与这些视角的向前看相反，历
史和文化的视角把目光投向过去，主要关注历史上的行会组织和传统中国政治文化的特征的
影响（彭泽益，１９８８；白吉尔，１９９４；秦晖，１９９９；彭南生，２００３；朱英，２００４；徐振国，２００８；邱海
雄、陈建民，２００８）。但本文仅关注对协会研究的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视角。

２．少数学者关注到了这一视角的研究，周雪光（１９９９）在对于中国组织与社会制度变迁研究
的评述中，提出了西方社会学对中国组织中“庇护”（ｃｌｉｅｎｔｅｌｅ）关系研究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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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而论，依附理论视角可以说为中国当代行业协会研究提供了
新的研究视角和途径。以往对当代中国的行业协会影响的研究，大部
分直接关注于国家和协会两方，如国家对协会的支持或控制，以及协会
自身内部的治理结构，而较少从企业个体本身的角度去探讨协会的问
题。依附理论所补充的个体视角的研究，提供了在这一主题上重要的
量化研究途径。其次，在依附理论的框架下，原有研究中被忽略的一些
因素引起了研究的重视，如政府与企业家之间的关系这一重要的解释
变量，以及国家就经济的干预对企业行动及其集体行动意愿的影响等
等，而这些变量恰恰都是当代中国行业协会发展中必不可少的要素。

依附理论的研究强调当代行业协会影响因素的复杂性，为揭示国家、企
业和行业协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了可行的分析框架。

３．Ｕｎｇｅｒ（２００８）认为，其原因在于主题的不同从而得出不同的结论，但他仍然认为或隐或现
地贯穿于这些研究主线的是一场公民社会抑或是国家组合（即法团）主义何者能更好地描述
中国情形的争论。

本文将关注行业协会的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尤其是其中依附
理论的视角。文章首先回顾公民社会及法团主义视角下协会的研究及
其局限，其次介绍依附理论视角下的几个重要的研究和主要观点，最后
就依附理论对中国行业协会研究的适用性和前景进行简略的评价。

一、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对中国行业协会的解释

有的学者认为，公民社会和法团主义这两种理论对社会组织的解
释反映了对当代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中的不同观点的争论（Ｕｎｇｅｒ，

２００８）。３虽然对行业协会现象的解释被两种表面上矛盾的理论所引
领，甚至引发了两者的争论，但在对这些文献进一步梳理时可以发现，

以公民社会和法团主义理论的研究，分别回应了改革开放后我国行业
协会的两种不同的形成途径和特征。公民社会理论的研究对应的是体
制外的、自下而上途径的、由市场经济的力量而促进自发形成的行业协
会；国家主导型行业协会则是官方授权或委托成立的体制内的、自上而
下的行业协会。公民社会的视角将协会与私营经济领域为适应外部环
境的变化发展出来的策略结合起来，认为协会是市场经济领域自发形
成的整合工具（Ｗｈｙｔｅ，１９９２；Ｗｈｉｔｅ，１９９３；Ｍａｄｓｅｎ，１９９３；王名等，

２００１），法团主义则认为协会是国家的吸纳战略的一部分，目的是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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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性连接工具和控制手段（Ｕｎｇｅｒ，１９９６；Ｓａｉｃｈ，２００１）。两种大相
径庭的主流研究的观点之所以能在同一领域中共存，正是社会组织领
域新涌现多种类型组织的体现，也是转型时期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情景
多面向特性的反映。
公民社会理论的研究对应于体制外的、由市场经济力量所促使自

发形成的行业协会，这些行会多集中于市场经济较为发达特别是小商
品生产发达的浙江温州地区或农村地区。重要的研究包括怀特
（ｗｈｉｔｅ，１９９３）对浙江萧山地区的研究，陈剩勇和魏仲庆（２００３）、贾西津等
（２００４）、郁建兴等（２００８）、沈恒超等（２００３）、贾西津等（２００４）、江华
（２００８）等对温州地区行业协会的研究，仝志辉（２００５）、于洪生（２００５）对
农村地区的经济协会的研究等等。江华（２００８）指出，由于相关法律法
规没有理顺“地、业、会”之间的关系，加上行业协会组织边界的约束、部
门条块分割及其利益诉求、企业家的利益驱动等原因，使“一业多会”在
一些地区成为可能。这些研究发现自下而上的、非官方的民间经济组
织正在成长，它强调了国家与社会的相对分离，以及非政府组织的自主
发展。
法团主义的视角提供了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另一种模式

（Ｃｈｅｎ，１９９３；Ｕｎｇｅｒ　ａｎｄ　Ｃｈｅｎ，１９９５；Ｓａｉｃｈ，２００１：２０７；张静，２００５；
顾昕、王旭，２００５；吴建平，２０１２），也提供了行业协会的另一种解释。
安戈和陈佩华（Ｕｎｇｅｒ　ａｎｄ　Ｃｈｅｎ，１９９５：１０６）认为，“公民社会”的观点只
关注于社团组织的中间的层面和它们拓展的“空间”，分析框架由于强
调独立性而脱离真实的社团实际，相对而言，法团主义则更准确地刻画
了社团组织的真实动态。持后一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中国的法团主义
是国家控制放松后的产物，而行业协会则发展成为国家控制的替代工
具（Ｕｎｇｅｒ　ａｎｄ　Ｃｈｅｎ，１９９５：１０６－１０７；Ｄｉｃｋｓｏｎ，２０００：８３－８５）。这些由
官方授权或委托成立的体制内的、自上而下的行业协会由政府行业主
管部门组建，是“强制性制度变迁下中国政府体制变革的产物”，行业协
会的特征和管理模式是政府主导的（李莉、陈秀峰，２００９），其生成途径
和特征与法团主义的“层峰组织”有极大的相似性。安戈（Ｕｎｇｅｒ，

２００８）在１２年间考察了某城市的大、中和小商业主成立的三个协会，发
现他们虽然发挥着不同的功能，但它们的形式都是相同的，即都在国家
法团主义之下运作。考虑国家涉入社会团体的程度，多数持法团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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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的学者认同中国是一种国家法团主义（Ｕｎｇｅｒ　ａｎｄ　Ｃｈｅｎ，１９９５：

１０５；顾昕、王旭，２００５）。其他学者则看到法团主义在中国的特殊性，提
出法团主义在中国的变种：中国典型特征的合作主义（马秋莎，２００７）；
强调利益合作观念的新法团主义（Ｄｉｔｔｍｅｒ，１９９５）；“利益契合”的法团
主义（江华等，２０１１）；依附—法团主义（Ｐｅａｒｓｏｎ，１９９７）等等。４

公民社会和法团主义理论都曾经乐观地预测了行业协会的稳步发

展。公民社会观点的支持者认为，中国的社团和协会将会出现更多公
民社会的元素，自下而上的协会的自主性和成员认同会进一步增加，随
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协会的功能将得到充分发挥。在法团主义
的逻辑和分类控制理论下（康晓光、韩恒，２００５；王信贤，２００６），出于对
游离于传统体制外的企业控制的需要和政府经济功能的替代，行业协
会是国家鼓励发展的社会组织。因此，在这两种理论的逻辑下，随着国
家的支持、协会自主性和成员认同感的增加，这两种模式可能进一步发
展并且达到某种程度融合的可能：草根型协会为国家所接纳，国家法团
主义走向更自主的社会法团主义（Ｕｎｇｅｒ　ａｎｄ　Ｃｈｅｎ，１９９５）。

４．还有一些研究关注到国家对不同类型社团在政策上的差别。这一观点与法团主义的观点
类似，强调国家在社团发展的主导作用。康晓光、韩恒（２００５）通过考察国家对多种社会组织
的实际控制，提出了“分类控制体系”。在这一体系中，政府为了自身利益，根据社会组织的
挑战能力和提供的公共物品，对不同的社会组织采取不同的控制策略，分类控制体系是一种
新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想类型”。王信贤根据社会组织对政权潜在的威胁程度和协助政
府进行社会服务的程度这两个维度，将社会组织简化为四类：高风险高收益，如工会；高风险
低收益，如异议团体；低风险高收益，如行业协会、商会等；低风险低收益，如草根ＮＧＯ、兴趣
组织，在这四类组织中，行业协会和商会与政府的关系密切，多依附于政府部门，而且与政府
当局的利益一致，因此政府的策略是鼓励发展和介入管理（王信贤，２００６：４２）。

但实践却并未如理论的预测那样发展，中国市场化改革已经进行
了３０多年，行业协会却仍长期只是低活跃度地、形式地运作。怀特在

１９９０年代早期曾质疑蓬勃的社会组织运动是否能使中国导向公民社
会，因为新出现的社会组织并不享有充分的自主权以及像西方国家的
利益集团那样运作的社会环境（Ｗｈｉｔｅ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６），２０年过去了，怀特
的疑问依然存在。在公民社会解释下的自下而上的协会，既没有获得
更多的自主性，也没有获得其成员的认可而成为代表他们利益的自治
组织，形成与国家制衡的自治领域。法团主义的支持者安戈（Ｕｎｇｅｒ，

２００８）对商业协会的新研究也发现，“由于政府掌控各种变化而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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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置，发展已经停滞”。这两种理论虽然描述了协会发展的现状，却难
以预测它们的发展方向和可能性，因此，公民社会和法团主义理论并没
有完全揭示中国行业协会发展的动力和影响其运作的深层原因。

二、行业协会对政府的嵌入和依赖———依附理论的研究

在这两大类主流的观点之外，还有一类重要的研究对公民社会和
法团主义的观点提出了批评，并为更好地理解当代中国的行业协会提
供了独特的视角。这些研究涉及行业协会、企业对政府机构、政府官员
的嵌入和依赖关系，他们都同时支持了一类观点，企业家与官僚的依附
关系影响了行业协会的运作，我们可以将其归结为“依附理论”的视角。
依附主义（ｃｌｉｅｎｔｅｌｉｓｍ）（华尔德，１９９６），或称保护主义、庇护主义（谢
岳，２００９）、侍从主义（王金寿，２００６）。传统的恩赐—依附关系涉及的是
在不平等的权力和社会经济地位的人们之间的依赖关系，然而，在另一
个分析层次上，它更注重特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层的模式
（Ｌｅｍａｒｃｈａｎｄ，１９８１：１６），兰德（Ｌａｎｄｅ，１９７７：ｘｖｉｉｉ）把恩赐—依附关系
看做是功能不全之制度的附属品。在现代化理论的视角下，有学者认
为依附的程度和结构与社会与经济过程在现代化中的特定的历史情景

有关（ｌｅｍａｒｃｈａｎｄ，１９８１：１６）。这种新依附理论的观点认为转型过程中
的经济和政治的现代化使新的资源的动员成为可能，重要的问题是研
究新的资源究竟可以由什么人支配，通过怎样的途径进行？依附理论
对中国行业协会研究的视角可以为我们理解转型时期企业的行为及集

体行动过程提供有建设性的贡献。

（一）依附理论的几个重要研究及对公民社会和法团主义
视角的批评

王达伟（Ｗａｎｋ，２００２）认为公民社会和法团主义理论的研究集中于
讨论国家与社会的二分，对当代中国行业协会的现状缺乏解释力，而行
业协会的研究应该更关注结构性的因素与实际运作中权力的区别。与
公民社会和法团主义观点相反，依附理论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国家与社
会关系在改革开放后没有明显变化（Ｆｏｓｔｅｒ，２００２）。王达伟（Ｗａｎｋ，

１９９９）提出，中国的经济精英与官员存在着“共生的依附主义”（ｓｙｍｂｉｏｔｉｃ
ｃｌｉｅｎｔｅｌｉｓｍ）和“恩赐—依附”关系（ｐａｔｒｏｎ－ｃｌｉｅｎ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他认为
在华尔德（１９９６）的《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一书中描述的依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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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开放后并没有消失，而是成为“商品化的共产主义”（ｃｏｍｍｏｄｉｆｙｉｎｇ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ｍ），以一种官员和企业之间的商品形式出现，国家的权力保
留和发展经济的政策成为新依附关系的两个支柱（Ｗａｎｋ，１９９９）。这种
企业对政府（官员）的依附关系对中国的行业协会的影响是巨大的
（Ｆｏｓｔｅｒ，２００２）。依附理论的几个主要研究都对公民社会及法团主义
的观点在中国的运用直接和间接的提出了批评。

１．行业协会嵌入政府管理机构
福斯特（Ｆｏｓｔｅｒ，２００２）的研究使用了“嵌入”（ｅｍｂｅｄｄｅｄ）一词。他

认为，要理解行业协会在中国的产生和角色，必须分析它们与国家及政
党组织的联系，及这些联系如何影响它们的特征和运作，同时要考虑地
方官僚的功能。福斯特在烟台的研究表明，几乎所有的行业协会都是
政府机构创设的，协会并非“变成”国家的附属物，也不是被政府机构
“指派”或被“捕获”，它就是国家装置（器官）的部分，并在这一限制内开
展活动。国家机构提供许可给“他们自己”创设协会，政府提供资金资
助、场地等，并指定官员，支付薪水。所谓中国的企业在国家之外创设
了协会的这种想象显然是误导的。在结构和实际运作上，一方面烟台
的行业协会设立了自愿的、合作过程的正式结构，但另一方面，协会是
嵌入政府管理的结构和过程之中，行业协会设计并没有代表成员的利
益，而是协助政府机构。因此作者同意瑞·叶泊（Ｒａｙ　Ｙｅｐ）的观点，虽
然它们在正式的结构上是法团主义的，但其实际存在和运作与法团主
义的核心———利益集团政治或中间协调———无关。
依附理论对将公民社会理论运用于行业协会的研究也提出了批

评。内维特（Ｎｅｖｉｔｔ，１９９６）认为，中国的协会如果出现公民社会的元
素，最应该在ＳＥＬＡ（个体劳动者协会）和ＩＦＣ（工商业联合会）中找到，
然而对天津ＳＥＬＡ和ＩＦＣ的调研却发现，公民社会理论很难描述这一
现象。实际上，ＳＥＬＡ和ＩＦＣ都与政府保持着紧密的关系，它原来就是
政府的政治团体，而不是公民社会情景下相对独立的社会团体。

２．没有身份认同的私营企业
王达伟（Ｗａｎｋ，１９９５；１９９９）、蔡欣怡（Ｔｓａｉ，２００５；蔡欣怡，２０１３）的

研究从私营企业出发，发现除了行业协会本身的依附性，企业普遍没有
身份认同，这是行业协会没有得到认可的原因。王达伟（Ｗａｎｋ，１９９５）
在对厦门企业的调查中描述了公共部门与私人企业互相缠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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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研究提出了一个理论和实践都非常关注的问题，即前东欧国家企
业家寻求与其他企业家的联盟，并加强了他们作为政治利益集团的集
体行动的代表性，而这一假设是否在中国成立？在对企业家政治态度
的调查中，王达伟发现，厦门的大部分企业主缺乏身份认同，他们没有
对民主的要求，也没有显现更多的横向联合的意愿；与寻找新的商业机
会相比，优秀而有抱负的私人企业家更重要的是极力寻找机会建立与
成功政治精英的联系。王达伟认为，这一现象可以在改革开放的经济
和政治结构中找到制度的解释，国家的权力保留和发展经济的政策成
为新的依附关系的两个支柱。原来的政治精英通过国家垄断使权力得
到保留，通过国家的经济政策，不仅使权力寻租得以发生，并且刺激了
保留权力的新动力（Ｗａｎｋ，１９９９）。蔡欣怡（２０１３：９７）发现，调查数据
和案例研究提供的是中国的私营企业的多样性的特征；私营企业中的
精英和小企业主的分歧巨大，背景不同和行业不同的企业，难以形成共
同阶级和集体行动（Ｔｓａｉ，２００５）。

３．地方繁荣提高了行业协会的嵌入程度
迪克森（Ｄｉｃｋｓｏｎ，２０００）在１９９７年秋季至１９９９年春季，在浙江、山

东、河北和湖南四省的８个地区，对５２４名大型和中型的私营企业主或
管理者，和２３０名管理私营经济领域的政党或政府机构官员发放了调
查问卷。与其他多数研究者一样，迪克森设计问卷的初衷即试图弄清
的问题乃是组织自主性的问题，他认为这是理解国家的法团主义战略
是否凑效，或者公民社会是否已经出现的关键因素。然而，迪克森发
现，在组织的自主性问题上，调查数据显示尽管大部分商人都认为协会
能代表他们的观点、解决他们的问题和影响政策执行，但同时他们也认
为协会代表了政府的观点（８５）。最令人吃惊的发现是，地方繁荣程度
影响了企业家对行业协会的看法，发达地区呈现的是更高的嵌入程度，
而不是自治性。在迪克森看来这一发现质疑了企业家会成为政治变革
的代理人和行业协会会走向社会法团主义倾向的观点（８２）。迪克森认
为，在中国行业协会的角色从来没有自治过，“法团主义的模式的分析
在中国是自我限制的，不能解释中国政治经济制度性安排”（６４）。
公民社会理论关注的是协会自主性和成员的代表性，但皮尔森对

中国的各种商业组织和商业性中介组织的研究表明，在市场化改革中
出现的新经济精英和其所组成的组织，并没有向国家提出政治变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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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Ｐｅａｒｓｏｎ，１９９７）。相反，新产生的经济精英与政府官员由于各种
原因对国家形成了新的依赖（Ｐｅａｒｓｏｎ，１９９７；Ｓａｉｃｈ，２００１）。中国的私
人企业家没有寻求自治地位，没有表现出分享利益和集体行动及更明
确的公民意识，他们甚至比不繁荣的时候更支持国家的领导，这与西方
精英的公民社会理论是完全相反的，与其寻求自治，他们更寻求嵌入
（Ｄｉｃｋｓｏｎ，２０００：８５；Ｔｓａｉ，２００５）。公民社会强调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但
很多学者认为，改革开放并非分化了国家与社会，而是更加模糊了国家
与社会的分野（Ｓｏｌｉｎｇｅｒ，１９９３：２７０；Ｗａｎｋ，１９９９；Ｓａｉｃｈ，２００１）。５

５．除了上述海外学者的研究，多位国内的研究者也提到中国行业协会的双重性和依附性。
王颖、折晓叶和孙炳耀（１９９３）提出了社团的“双重身份”和“半官半民”的性质。康晓光（２０１１）
也以依附式发展概括了中国的第三部门的特点，他认为依附式特征表现在，第三部门无论在
数量、发育水平、权力格局上都依附于外部力量，成为政府、企业和海外力量的“买办”；其次，
价值上的西化和行为上的中国特殊，反映了第三部门结构与功能上的失调。

（二）行业协会依附于政府的原因
依附理论首先从两个方面指出了当代中国行业协会研究中的依附

关系，一是协会对政府的依附，二是企业对政府（官员）的依附。就行业
协会对政府依赖的角度，这一观点认为，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为这种依
附关系提供了温床；并且国家对自组织的控制策略进一步加剧了这种
依附。就企业对政府（官员）依附的角度，研究认为企业对政府（官员）
的依附是造成协会依附现象的根本原因。其次，依附理论的观点认为
改革开放后权力结构和市场体制的因素，及其政党对社会的控制思维
都是造成依附关系的重要原因，这种依附关系并不是基于个人的，而与
改革开放、执政体制、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等制度性和结构性的因素
有关。最后，依附理论认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协会和协会与企业之间
的关系并不是铁板一块的，差异体现在中央和地方层面上的分歧及企
业家自身的分歧。
依附主义认为造成行业协会依附于政府的因素有以下几点：

１．历史上行业协会的双重性———对政府关系的依赖
很多研究者指出中国古代行会的产生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在传统

的皇权体制下，行会是国家统治工商业界的重要手段，与西方基尔特的
高度自主性、自律性和排他性的商业组织有巨大的差异（彭泽益，１９８８；
秦晖，１９９９；徐振国，２００８：８２－８３）。双面性质的行业协会与政府的关

·０３２·

社会·２０１５·３



系在中国有很长的历史，它既不是完全自治也不是国家统治，有活动的
自由，但也缺乏权力，及从私人利益的角度与国家对抗（Ｐｅａｒｓｏｎ，１９９７：

１１７，１４７）。大多数研究中国行会历史的学者都认为，中国的行会与政
府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其原因之一是政府必须利用行会达到各方面
的目的，二是行会也需要依靠政府的支持发挥某些方面的职能，因而
二者之间有着互用互补的关系（朱英，２００３）。金观涛和刘青峰（２０１１）
甚至认为，形成中国超稳定政治体系的重要根基之一就是这种利益共
生的行业制度。

２．政党的控制意识影响了协会的依附
历史上协会的二重性在改革开放后被重塑了：政党试图把它打造

成为国家和社会之间新的“传输纽带”（Ｐｅａｒｓｏｎ，１９９７：１１６－１２１）；政党
的控制意识造成行业协会依附性进一步加深；国家设计的法团的战略
与依附主义的互相补充，由此阻止了企业家横向联盟的形成（Ｐｅａｒｓｏｎ，

１９９７：１４１；Ｗａｎｋ，１９９９）。萧功秦（２００８：８）指出了中国的渐进演化模
式对社会组织发展的独特影响：为了保持了转型过程有效且可控，避免
转型危机和震荡带来的后遗症，由国家控制的行业组织是从传统的权
威资源中转化出新的现代化权威杠杆。由于国家对自组织发展的控
制，行业协会需要更多来自于政府对游离的经济组织的监督和控制，而
非经济组织的利益聚合。这解释了行业协会具有的“官民二重性”、“二
政府”、“官办脱钩”等特征。并且，从最近３０年的发展历程来看，这种
依附式的发展方式没有显现出摆脱这种依附性的趋势，反而表现出越
来越强的依附性趋势（康晓光，２０１１：９７）。一方面是市场化和自由化的
经济改革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国家对社会仍然保持着紧密的政治和行
政控制，这两者的张力和矛盾一直存在于协会与政府的关系之中
（Ｆｏｓｔｅｒ，２００２）。

３．市场的不完全和国家权力的保留
除了协会对政府的依赖，依附理论认为企业对政府的依赖是造成

依附关系的重要原因。依附理论定义的新依附关系是随着改革开放而
出现的，由于缺乏完全的市场，改革中权力的保留使政府（官员）掌握了
更多的权力和资源，新的依附关系以一种官员和企业交换的形式出现。
权力的保留为企业家与官员的依附关系提供了资源、法律保障和财富。
市场经济使官员能够将其从官僚控制的职权资源予以商品化，最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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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例子是价格双轨制。市场改革使他们控制地产、机器和其他低价格
的公共资产商品化，通过控制银行贷款和对外贸易，管理部门的官员可
以通过控制罚款、许可证、费和税等手段得到好处。对官员而言，这种
与市场经济制度性的联合渠道使其有了将公共资源转化为现金的便

利。对商业精英而言，通过建立有效的联系，有较低社会资本和社会地
位的企业家能够在与官员的紧密关系中得到补偿（Ｗａｎｋ，２００２）。因
此，私人企业极力扩展与官僚的利益结合的途径，商业精英选择了安
全、容易建立及有效率的依附主义策略（Ｐｅａｒｓｏｎ，１９９７：１４１），而不是联
合起来与政府博弈。

４．中央向地方下放权力是新依附关系形成的重要原因
戴慕珍（１９９３）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的非集体化、市场改革和地方

官员的权力之间，并非是任何简单而直接的互相联系，她使用“地方政
府公司化整体主义”（ｌｏｃ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ｓｍ）的概念，６来描述地方政
府、企业和社会与社团之间的复杂关系（戴慕珍，１９９３：９９－１３２）。经济
的去中心化和地方自主性增强，使地方政府有动力对经济进行协调和
干预，地方权力的增加产生了新的依附和腐败。萧功秦（２００８：１７５－
２０３）把这种现象称为“类苏丹化”，他认为，中国现代化转型中的地方庇
护网政治，通过在权力体制内部形成庇护关系，来实现非法的分利化；
市场经济的发展、地方自主性加强、低度的政治参与、社会自组织力量
的缺乏，为地方出现“类苏丹化”提供了条件。而这种官员内部的地方
庇护网络不断自我复制与扩展，及通过潜规则的制度模式化的特征，可
能向整个社会渗透蔓延，其结果是大大降低正式的政治体系的制度化
水平，使整个社会蜕化为“组织依附主义”（萧功秦，２００８：１９５）。

６．也有的将ｌｏｃ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ｓｍ译为“地方国家公司”（王小强：《摸着石头过河：中国改革
之路—对萨克斯和可奈尔的批评》，牛津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但戴慕珍使用的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ｓｍ一
词与一般意义上的国家法团主义的概念是不同的。这里直接参照了甘阳、崔之元编，牛津大
学出版社香港中文版的《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的用法。

三、依附理论对行业协会研究的贡献

由于西方研究的传统，以往对中国行业协会的研究也很自然地涉
及国家—社会关系（Ｆｏｓｔｅｒ，２００２）。现有的公民社会和法团主义理论
是西方国家有关行业协会与国家和企业之间关系讨论的两个主流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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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目前对中国的行业协会研究也沿用了这两种视角。然而，行业协会
在当代中国的情况是非常特殊的，这些特殊性包括：第一，转型时期的
国家与社会关系中包含了冲突的元素，而社会控制与自由竞争的市场
经济的矛盾也存在于行业协会的发展中；第二，由于涉及到市场的力
量，行业协会受到比其他社会组织的更多因素的影响，中国特色的政府
主导的市场经济改革对市场中的行动者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是需要
考虑的。在研究中充分讨论各解释变量的特殊性，是更好地理解当代
中国行业协会的前提。
首先，当代中国行业协会的讨论应该涉及国家－社会关系。在当

代中国，行业协会的产生是国家对社会和经济领域的放松的结果，但中
国目前的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与西方社会仍有较大的区别。无论在自愿
体系还是在强制的法团主义体系的西方国家中，国家、市场和社会是相
对分离的，将私营企业群体作为利益集团以及将行业协会作为其集体
行动的组织来讨论是不容置疑的。在中国，虽然私营企业的崛起是改
革开发三十年以来最显著的变化之一，然而，中国的私营企业群体是否
能被称为一个利益集团，以及国家、社会及经济领域是否已经分离尚未
有国内论。讨公民社会理论的倡导者之一王名（王名等，２００１：１０４－
１１８）也指出，中国为数众多的ＮＧＯ作为一个独立的第三部门体系尚未
形成。即使在浙江温州等市场经济发展成熟的地区，行业协会也不宜
完全以公民社会的框架来解释，而呈现出政府与民间合作的模式（贾西津，

２００７）。
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并没有出现具有国家控制力之外的、体制外

的、自主的中介团体或社会力量，并且，这些社会组织也没能够相当有
效地决定或影响国家政策的方向（Ｂａｕｍ　ａｎｄ　Ｓｈｅｖｃｈｅｎｋｏ，１９９８；萧功秦，

２００１：２０７；戴东清，２００５：１１－１６；江华等，２０１１），即使一些行业协会在
结构上大致符合法团主义的模式，但它们的实际存在和运作与利益集
团政治或中间协调无关（Ｆｏｓｔｅｒ，２００２）。有的学者则认为，改革开放并
非分化了国家与社会，而是更加模糊了国家与社会的分野（Ｓｏｌｉｎｇｅｒ，

１９９３：２７０；Ｓａｉｃｈ，２００１）。因此，虽然先行的市场经济改革为私营企业
和行业协会的兴起带来了重要条件，但就社会组织而言，它们所需要的
宽松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仍然没有形成。中国的特殊性在于，市场改革
与持续主导的执政体制共存所诱发的多元社会经济改变，使得社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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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产生和发展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环境包含着多元的因素，即传统文化
的遗留、党国体制和整体主义传统的执政体制、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冲
击，这些因素本身是相互冲突的。支撑公民社会和法团主义理论的是
西方社会发达的民主政治、成熟的公民社会和完善的市场经济，其理论
存在的社会基础、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与我国的现实都有很大的差距。
萨奇（Ｓａｉｃｈ，２００４）认为公民社会和法团主义在解释改革时期的国家和
社会关系时既可能忽略转变中的重要因素，而且存在着将复杂的活力
和互动过分简化的风险。这也是这两个理论自用于解释中国的社会组
织及国家与社会关系之研究以来被不断质疑的原因。
第二，行业协会与其他社团组织的不同在于其成员的性质对组织

的创立和运作造成的影响，行业协会和企业与企业的集体行动有关，它
的权力是商业力量运行的一部分。卢卡斯（Ｌｕｃａｓ，１９９７）认为，对转型
国家而言，行业协会的重要性超过了西方国家中简单的国家、社会和市
场的平衡。因为转型国家的企业普遍面临不规范的投资环境，个体的
企业是采取个体行动还是达成集体行动来解决问题，取决于受多方因
素影响的这些行动的相对难易程度。国家的能力及对经济的渗入强烈
地形塑了市场中企业的活动，进而形塑了协会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因
此，相关的行业协会的研究，除了关注国家力量对社会组织的直接支持
和干预之外，还需要关注国家对经济的渗入是如何影响市场中企业的
活动，进而影响企业的集体行动及其组织（即行业协会本身）的发展过
程的。由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改革使这一主题的研究在中国具有另一
些特殊性，作为一个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由于
市场的不成熟和社会组织的弱小，政府对市场的管制和培育，国家对社
会组织的控制和逐渐开放，都是转型时期的重要特征。
基于公民社会和法团主义视点，在行业协会问题上沿袭了对中国

其他社会组织的研究方法和观点而没有关注到市场力量的影响。这两
个角度的研究虽然有不同的理论视角，且在对协会功能的认可上也有
差异，但它们共同的一个假设是：行业协会作为一种社会团体，是国家、
社会和企业之间的中介、桥梁和连接纽带，获得社团的自治性是发展的
关键因素。很多研究认为行业组织的依赖性特征是由政府持续控制造
成的，因此，国家控制的放松必然会带来行业协会自主性的增强。
在对行业协会的角色及独立性的问题上，依附理论的研究提出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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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于前两种视角的观点，即认为行业协会的依附性不仅是由于国家对协
会的直接控制，还取决于国家对企业经营所需要的其他经济资源的控
制。依附理论的几个重要研究内容都从企业主态度的调查入手，但研究
更关心的是企业主态度形成的深层原因———制度性因素是如何影响新
依附关系形成的。在行业协会诸多的影响因素中，政府（官员）与企业的
关系成为行业协会研究中首先需要讨论的前因变量。市场转型后国家
权力对经济的干涉造成了新型的关系，私营企业家与政府管理者之间既
不是水平的市场联系，因为他们不是在权利资源上平等的个人，而是涉
及国家结构的内外部制度与个人职权方面收不平等；他们之间也不是垂
直的、官僚的计划经济联系，因为交换不是通过上级和下级的权力关系
进行，而涉及非正式物质交换，这种新关系是具有不平等资源的行动者
之间的恩赐－依附关系（Ｗａｎｋ，１９９５）。由于依附关系的存在，私营企业
家尚难形成一个利益一致的群体，也难以采取集体行动，作为其集体行
动的组织———行业协会———也没有得到更多地支持或者认可，仍然是依
赖于政府的依附工具。争取自治性还是更多的嵌入？私营企业家和行
业协会也许都还没有更明确的选择。那种认为在国家的权力放松后，行
业组织必然会获得独立性和自治性的假设是单纯的。
从对制度因素的关注来看，国家依然是依附理论研究的重要对象，

它关注国家权力对下层的渗透和控制而引发的国家—社会关系的变
化，只不过采纳了新的角度。以往的国家—社会关系的观点把重点置
于国家对社会和社会组织的控制上，依附理论的关注点则是国家对经
济资源控制带来的后果。改革开放后的权力结构和市场体制及政党对
社会的控制思维，都是造成依附关系形成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既有来
自于市场的自发力量，也有来自国家的控制力量，但其中国家权力对经
济的干预是根本的影响因素。皮尔森（Ｐｒｅａｓｏｎ，１９９７：１４０）认为，以下
三个因素塑造了改革开放后的国家—社会关系：（１）获得一定自由的精
英避免介入政治；（２）个人纽带继续发挥作用；（３）国家吸纳商业精英的
政策。由于体制外是没有权力的，经济领域中的个体和群体并非追求
自治而是嵌入，寻求体制内的联合以得到利益最大化。改革开放后，市
场经济和私人企业的扩张，勿需国家损失而赋权给公民社会，地方官员
通过酌情权衡规制和资源联合，从私人企业得到好处，从而降低了对中
央政府的依赖，因此提高的是地方官员和特定的行动者之间的联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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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国家的自主性，而不是社会面对国家的自主性（Ｗａｎｋ，１９９５）。
除了依附理论视角之外，目前对包括行业协会在内的当代中国社

会组织的研究，无论是宏观国家—社会关系的讨论，还是微观行动策略
研究，都没能将包括市场力量在内的多种元素糅合到一个具有解释力
的框架中。限于研究方法的局限，这些研究大多只是对中国社会组织
的产生、种类、特征、运作方式、行动策略等的描述、概念化和类型化的
讨论，而较少有在个体层次上的定量研究。公民社会视角关注到企业
和协会一方，法团主义的视角则强调国家的角色，这两种理论抓住了中
国当代社会团体的两种主要的特征。然而，这两种理论却是相对孤立
的，它们仅仅分别提供了对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局部描述；其次，以往
对社会组织的微观行动研究虽然涉及了这些组织的行动者之间的多种

互动行为和行动策略，７但却难以提供一个连贯一致的解释框架。正
如张紧跟（２０１２）所指出的，微观行动研究路径往往偏好个案研究方法，
由于缺乏成熟的理论分析框架，无法对多样化社会组织的行为模式及
其内部演变逻辑给出更合理的解释。

７．有关社会组织的微观行动研究，请参见张紧跟（２０１２）“海外ＮＧＯ研究评述”。

依附理论的一个重要角度是从协会成员，即企业之个体角度的研
究补充了其它理论视角的不足，并为行业协会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个
体主义的研究途径。依附理论的大部分研究都以考察企业态度和行为
作为出发点，通过对私营企业家关注的问题及他们对政府和行业协会
的关系和态度，来解释私营企业家联合的可能及他们与国家的关系。
这种个体主义的分析方法可以建立起一个私营企业主、行业协会及其
他政治组织行动者之间关系的解释框架，并可以将权力的实际运作展
现于国家—社会关系的讨论之下。在这一框架下，不仅可以将微观行
动研究难以整合的行为模式包括在内，以往在宏观分析的国家—社会
关系的框架下遗漏的影响因素也可能被呈现出来，而这些因素或许恰
恰是行业协会研究中十分重要的，如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
权力关系、企业家群体的差异，等等。
然而，还应该看到，基于依附主义的视角对协会的研究毕竟还不充

分。已有的研究有王达伟（Ｗａｎｋ，１９９５，１９９９，２００２）、迪克森（Ｄｉｃｋｓｏｎ，

２０００）、福斯特（Ｆｏｓｔｅｒ，２００２）和蔡欣怡（Ｔｓａｉ，２００５，２０１３）等对特定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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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业、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的调查。不过，这一视角仍有待于更深入
和细化的研究和分析，首先，对影响因素中的复杂互动关系有待进一步
的研究和讨论；其次，由于没有地区层面的数据，对特定区域的调查仍
然不能表现差异巨大的中国私营企业和行业协会的特点；第三，在对当
代中国行业协会的现状具有解释力的同时，依附理论却没能提供中国
行业协会发展可能的前景。谢宇和韩怡梅（Ｘｉｅ　ａｎｄ　Ｈａｎｎｕｍ，１９９６）认
为，区域异质性是研究中国经济改革时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对行业
协会的研究也如此，中国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造成的环境差异，不
仅影响了私营企业主的行动策略，也决定了地方政府官员与当地的私
营企业主的互动关系。个体经济发达的温州地区的行业协会就是一个
例子。郝大海和李路路（２００６）认为，将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作为变化
的纬度，强调地区差异的意义在于揭示未来变化的趋势。中国私营企
业家无组织意愿和能力的现象是普遍的吗？如果企业和行业协会的依

附现象及地方政府干预的程度，与私营企业从自由市场上获得的资源
的难易程序有关，地方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的差异是否形成了不同的
政企关系？随着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减少，中国市场化逐步完善和私营
企业的发展，私营企业群体是否会减少依附性而逐渐形成他们群体意
识？这些问题都将有待于今后进一步地考察。
以上的讨论构成了中国社团发展理论的一部分。显然，基于多元

化角度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关键的问题是，这些研究能否帮助我们建
构一个结构性的理论体系？杜万诺娃（Ｄｕｖａｎｏｖａ，２００７）指出，对转型
国家行业协会的研究可以揭示转型国家的国家－社会关系未被探寻的
部分———国家行为对发展工商业利益的合法集团代表的影响，即国家
权力是如何通过改变经济机构的激励结构塑造市场活动的，这正是政
治经济的中心问题。因此，对行业协会研究予以更多关注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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